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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有效平衡经济内外循环的关系，始终贯穿于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在外循环方面，在

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日本积极推动出口贸易与经济国际化，完成工业化后则着力实施产业链海外布局与对外

经济战略；在内循环方面，日本推动经济秩序的重建及产业升级转型，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结构性问题愈发

突出。日本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时，日本经济实现了高

速增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单循环”的误区，国内国际循环无法形成有效衔接，经济增长陷

入长期低迷。日本经济双循环体系的发展历程，对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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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4月10日的中央财经委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

国的比较优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决策 [1]。日本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其贸易依存度在20世纪70

年代之前维持在20%左右，而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度下降至15%左右。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

的贸易依存度开始持续上升，到目前为30%左右 [2]。观察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内循环和外循环关

系的处理，对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当前，学界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分析日本经济双循环体系构建启示意义的相关文章还不多见，目前

主要有张乃丽等分析了二战后日本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历史，指出其对中国的参考意义 [3]；谢世清等

分析了日本在内循环与外循环构建方面的特征性举措 [4]；等等。

本文基于日本经济发展情况，从分析日本外循环、内循环的主要政策措施入手，探析日本处理内循环

和外循环间的关系，阐明不同处理方式所带来的不同经济绩效，并指出只有构建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

循环体系才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日本经济“双循环”发展的演进历程

（一）日本经济的外循环

对日本经济而言，外循环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实现工业化前，日本实施鼓励出口政策，加

速出口贸易发展，但引发日美贸易摩擦问题，阻碍了日本经济发展。在实现工业化后，日本积极开展产业

链国际化布局，并构建覆盖全球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将对外贸易作为驱动日本经济发展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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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口贸易的发展与经济国际化

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原材料、能源等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低廉，国际市场需求旺盛，这对日本加工

贸易发展十分有利。以中山伊知郎为代表的日本经济学家提出“贸易立国”主张，认为基于日本的国情，

为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必须加大对外贸易的发展力度，而加工贸易则是其中最主要的途径。受此影响，

“贸易立国”被确定为战后日本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

在“贸易立国”战略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一方面，提出多项出口振兴

措施。依据《出口信用保险法》建立《出口保险制度》，为企业的出口产品提供担保服务，降低出口企业

风险。制定《出口检查法》，完善出口产品质量检查制度，提升出口货物质量。建立出口优惠金融制度，

日本银行对出口汇票予以再贴现和贷款担保，降低出口企业出口贷款成本。实施出口振兴税收制度，对

购置先进机械设备、推进出口商品生产的日本企业，给予生产设备的特别折旧税收优惠 [5]。另一方面，设

定了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随着日本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日元汇

率被低估，从而为促进日本商品出口提供了有利的交易条件。

虽然日本在1955年就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但并未立即实施贸易与资本自由化，而是竭力抑

制外国工业产品进口，阻滞外国资本进入日本，以图扩大对外出口。为促使日本经济进一步融入国际循

环，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政府致力于推动日本经济的国际化，提升贸易与资本的自由化水平，但是在

策略上却刻意放缓贸易和资本自由化进程，以提升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日本政府

在1960年通过《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而后分别在1963年和1964年接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十一

条和《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承诺不对进口实施有差别的限制，贸易自由化比率从1960年的41%稳

步上升至1964年的93%，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完成不具备竞争力的“剩余受限品目”贸易自由化。例

如，对于小型汽车的进口关税，在1968年时仍高达40%，直至1974年日本汽车产业具备充分的竞争力后才

降至6.8%。在资本自由化方面，1964年日本决定加入经合组织，因此必须履行资本自由化的义务，但日本

政府仍然实施拖延策略，为外国资本在日本国内设厂设置比例限制，即外资在新设工厂中的资本占比最

高只能达到50%，防止外国公司取得控制权，直到1973年日本才最终放开对资本自由化的限制 [6]。 

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日本最终实现了贸易的跨越式发展。一方面，日本的对外贸易额迅速提升。

日本出口贸易额从1973年的15.9万亿日元增加到1985年的41.5万亿日元，贸易顺差也从0.4万亿日元提

高到12.9万亿日元 [2]。另一方面，从贸易结构上看，日本实现了从以轻工业品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产品

为主的转换。1950年，食品、纤维等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率高达54.9%，机械产品占比仅10%。但是，随着

日本经济重化学工业化的发展，日本的钢铁、船舶、化学、汽车等产品出口迅速增加。到1980年时，一般机

械、电子机械、汽车等资本密集型机械产品的比重已经提升到62.8%，远高于轻工产品的6.1%[7]。

随着日本经济外循环的快速发展，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持续增长，还引发了激烈的日美贸易摩擦问

题。1985年，日本对美国出口额达666.8亿美元，而美国对日本的出口仅为226.3亿美元，美国对日逆差达

440.5亿美元 [8]。受此影响，日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从纤维与钢铁扩展至汽车，进而拓展至半导体等高科

技领域。1986年，日美两国签订《日美半导体协议》，美国限制从日本进口半导体产品，并对日本市场中

美国半导体产品占有率设置“数值目标”，以增加美国产品占有份额 [9]。

2.产业链的海外布局与对外经济战略的开展

自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经济面临内需不足的挑战，日本经济开始进一步走向全球化。“雁行经济发

展理论”成为日本实施外循环战略的指南。赤松要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产业发展呈现

出“雁形”特点，需要经过进口消费品、生产相似产品、实现逆向出口三个阶段。这不仅表现在一国之内，

还体现在国家(地区)之间，即日本追随美国，亚洲四小龙追随日本，而东南亚国家又追随亚洲四小龙。例如，当

日本某一产业发展成熟时，其产业国际竞争力变弱，而后亚洲四小龙承接日本的技术实现产业发展，而日

本的产业结构则升级到新的层次。小岛清将雁行经济发展理论进一步模型化，并运用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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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日本国际化发展，指出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按本国陷入比较劣势的行业顺序实施 [10]。 

日本基于雁形经济发展理论将自身定位为“领头雁”，致力于发展一般机械、电子机械、汽车等加工

组装行业，而将失去比较优势的纺织、钢铁、化学、造船等加工转移至亚洲四小龙及东盟，试图构筑以日本

为核心、亚洲各国(地区)为侧翼紧随其后的多层追赶的产业链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快速升值的背景下，

日本加速产业链的海外转移，日本对亚洲四小龙及东盟的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迅速增加。从1980年至

1990年，日本对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的直接投资从3.8亿美元、7.8亿美元增加到33.5亿美元、32.4亿美元 [11]，

出口额从189.1亿美元、91.6亿美元增加到557.4亿美元、222.4亿美元。日本还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的方式，

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1974年设立“国际协力事业团”专门开展政府开发援助工作，1980年日本对

亚洲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数量占其总额的比重达到61.7%[12]。  

20世纪90年代，日本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乌拉圭回合

谈判。在1995年WTO成立后，日本积极在WTO中任职，有效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拓展外需市场，谋求自身

利益。自21世纪以来，由于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日本政府调整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自由贸易协定

（FTA）的消极态度，对双边以及多层次的国际贸易体制机制构建表现出积极态度。日本政府认为，推进

FTA战略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对既有的多边贸易机制具有补充作用，能够推动日本经济发展 [13]。2004年

日本政府通过了《关于今后推进EPA的基本方针》，将缔结广泛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作为战略

目标。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日本分别与新加坡、墨西哥、智利、东盟、印度、秘鲁、澳大利亚、蒙古等缔结了

《自由贸易协定》（FTA）[14]。2013年以后，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的态度更趋主动。2016年《日本

再兴战略》指出，日本要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核心国家，缔结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并成为高水平贸易

规则的引领者。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后，日本作为谈判的引领者，继续与其

他十国开展谈判。2018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最终生效。此后，日本在2019

年实现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欧EPA）和《日美贸易协定》的签署，在2020年参与完成了《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使其自由贸易协定的覆盖范围包括了欧洲、美国、亚洲等主要

经济体，日本的FTA覆盖率已经提升至80%左右 [15]。

从结果上看，日本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实施对外经贸战略，使其在全球范围内产业链布局日益完善

并不断获得收益。从2000年至2021年，日本对北美、欧洲和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金额分别从141.7亿美

元、109.6亿美元、21.3亿美元增加到627.9亿美元、151.1亿美元和488.6亿美元。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

净收益也从2001年的1.76万亿日元增加到2020年的11.2万亿日元 [16]。

（二）日本经济的内循环

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政府通过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不断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形成了以消

费、企业设备投资为牵引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经济循环面临产业空洞化问题，且

泡沫经济的产生与崩溃阻碍了日本产业的进一步升级转型，导致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

1.经济秩序重建与产业升级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面临生产设备破坏、失业人员激增、通货膨胀严重等一系列问题，重建

经济秩序成为重中之重。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对日本实施了农地改革、劳动改革、解散财阀等一系列改

革，清除了日本经济体制中的封建和半封建因素，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日本的经

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日本执行“道奇路线”，废止“经济复兴金融公库”，遏制总需求扩大，压缩政府

预算，抑制政府支出膨胀，有效控制战后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特需”，使日本获得

了大量外汇，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经济发展。到1956年时，日本的工矿业生产、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居民

消费水平等均已达到或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实现了经济秩序的重建。

在内循环建设上，以有泽广巳、都留重人为代表的日本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应该强化国内开发，实现

经济自立发展。有泽广巳指出，战后初期的世界市场仍处于分裂局面，日本的立国之本在于有计划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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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国内资源 [17]。日本立足于开发国内资源的考虑，基于“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大力实施产业政策，推进

产业升级转型。两角良彦指出，为弥补自由市场机制的不足，促进实现自由竞争体制下资源的最优配置，

就需要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实施对幼稚产业的保护 [18]。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

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给出了一国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具体方法，认为符合“所得弹性标准”和“生

产率增长标准”两项指标的产业，即为需要重点培养的产业 [19]。此外，日本还引入了“投入产出表”的分

析方法，分析产业间技术的相互依赖关系，探究最终需求的改变对生产活动整体造成的波及效应，指导产

业政策的实施 [20]。

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政府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措施，制定“合理化计划”，采取限制产品进

口数量、限制外国资本流入、支持引进技术等措施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同时，建立《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

施法》和《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重点培育从事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的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小

企业改善生产效率，强化企业间协作，提升日本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纤维、食品的产值比重从1955

年的25.9%、19.1%下降至1970年的7.9%、12.3%，而化工、钢铁、机械的产值比重则从1955年的8.2%、

13.3%、4.2%上升到1970年的9.1%、14.5%、10.7%[21]。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到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钢铁、化学等产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企业利润也随

之下滑。日本实施产业调整政策，积极引导衰退产业退出市场，同时推动汽车、电子机械、一般机械等知

识密集型产业发展，使其成为日本新的主导产业，日本再次实现了产业升级转型。汽车、电子机械、一般

机械等产值比重从1960年的9.2%、10.3%、10.2%提升到1985年的10.8%、16.4%、11.1%[22]。此外，日

本还逐渐形成了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为代表的日本企业雇佣制度，减少劳资矛

盾，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盈利增长带动员工收入水平提升。 

2.泡沫经济崩溃与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显现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日本产业链的海外转移，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问题日益突出，对日本的内

循环造成负面影响。由于日本制造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大规模向海外转移，导致日本国内的资金、技术、

设备等生产要素流向海外，进而使得日本国内的制造业萎缩，就业机会减少，技术发展停滞。1980年日

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率只有3%，但是到了2001年则提高到24.6%。此后进一步上升，到2018年，已提

高到36.8%。2021年，汽车、电子机械等主要产业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其海外生产比率高达41.6%、

42.3%[23]。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国内工厂设置数量从1991年的3500家迅速下降至2021年的858家 [24]。此外，

产业空洞化还对日本国内雇佣人员产生负面影响。1985年，在开展海外生产的日本企业中，只有8.9%的

企业表示会减少日本国内雇佣人员，而到了1993年时这一比率提升到了25.5%[25]。另外，产业空洞化造成

日本企业压缩日本国内的研究开发机构规模，使得日本的技术进步受阻。根据1994年日本民间企业研究

活动调查报告，28.1%的日本企业表示其研究开发活动受到了生产基地海外转移的影响，这一比率远高于

1987年的8.8%[26]。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美贸易摩擦日趋激烈，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开始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试

图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1986年日本发布的《前川报告》认为，缓解日本经济的经常

项目收支不平衡问题，需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与住宅建设，推动国内市场开放，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 [27]。

一方面，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城市土地开发建设。在1987年出台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进一步完

善高速公路、国际机场、重点港口建设，而且提出“休闲娱乐区构想”，推动大规模休闲娱乐区开发项目建

设，引发土地投资热潮 [28]。另一方面，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提振内需。1987年2月，日本银行为了避免

因日元升值造成的经济衰退，将再贴现率从1986年的5%下调至2.5%，并一直持续到1989年4月。然而，

大量的过剩资金并未流入实体经济之中，而是流向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导致股票与房地产等资产价

格持续攀升，引发泡沫经济。日经平均股指在1985年至1989年间增长幅度超过3倍，同一时期日本三大

城市圈平均地价涨幅超过1.2倍 [29]。泡沫经济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破灭，对日本经济发展造成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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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国内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愈发突出。一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人口老

龄化不仅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而且还会使得社会整体吸收新知识的速度下降，阻碍技术创新。65岁以

上的老龄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17.4%提升到2020年的28.2%，而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则从68.1%下降至

2020年的59.1%[30]。二是研发投资收益率持续下滑。虽然日本企业在研发上的投资持续增加，但由于难

以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使得其研发投资收益率持续下滑，并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日本

制造业的研发收益率在20世纪80年代曾为23.8%，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则下降至17.1%[31]。三是非正式

雇佣人员的扩大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下降。在企业层面，日本企业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努力削减企业经营

成本，减少雇佣人员，调整终身雇佣制，推动企业的人员雇佣方式向更加灵活转变。这些措施虽然有助于

企业改善财务状况，却造成了日本非正式雇佣人数扩大。日本企业中非正式雇佣人数从1984年的604万

人增加到2021年的2075万人。由于非正式雇佣人员占比上升，导致日本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的增加呈负面

态度，居民消费意愿下降。日本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2015年的75%左右下降至2021的65%左右，其中

34岁以下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下滑最为显著 [32]。

二、日本经济“双循环”发展的经验教训

（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社会再生产存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一方面，“生产—流

通—消费”体现了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实物运动，始于产品的生产而终于产品的消费，并伴随着货币流通形

成社会总供给。另一方面，“生产—分配—消费”反映出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价值运动，资本家使用购买到

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开展剩余价值生产，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生产出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在此过程中国

民经济各部门获得相应的收入，进而形成社会总需求。如果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则商品库存积

压、失业增加，而如果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则会导致商品匮乏、物价上涨，居民生活水平下降。需

要遵循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确保社会总供需的平衡，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33]。为此，需要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即一国的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同时对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具有

较强的控制力。

内需始终是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速增长时期的1960年，民间最终消费支出和国

内总资本形成占日本国内生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8.7%和32.8%，即便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2020年，民

间最终消费支出和国内总资本形成的占比仍然高达51.7%和24.3%[34]。由此可见，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

始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当其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体

系时，其经济增速显著。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前期，日本在推动出口贸易发展与经济国

际化等外循环的同时，也注重日本国内经济秩序的重建以及产业的升级转型，从而实现了国内国际两个

循环的有机衔接，日本经济也实现高速增长。这一时期日本的GDP年均增速高达10%，其经济增长速度

之快，受到世界瞩目 [34]。

下村治的“高速增长理论”给出了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处理经济内外循环关系的具体路径。一方面，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影响下，下村治认为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私人设备投资净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

接近于1，因而日本经济具有10%以上的经济增长潜力，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问题不是供给不足，而是需

求不足，需要创造有效需求，以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下村治还从外循环的角度，指出了日本经济增

长的潜力。下村治认为日本的“进口依存度”介于8% ～ 9%之间，而日本出口增长率远高于世界贸易增

长率，因此出口额将持续高于进口额，贸易逆差不会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 [35]。下村治的“高

速增长理论”为池田勇人内阁于1960年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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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高速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内循环和外循环两个方面推进了日本经济的建设。一方面，重视国内循环

的构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设定了国民生产总值在1960年至1970年内增加2.67倍，以及国民人均收入

提升2.37倍的目标。日本政府认为，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建设国内循环的重要基础，注重推动机械、

钢铁、化学等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并为其分别制定了在10年内产值提升5.7、3.6、4.1倍的具体目标。日

本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供给保障、设备折旧优惠、减轻利息负担等优惠政策措施，助力重化学工

业发展。此外，日本政府还指出了改善雇佣状况、消除低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必要性，以确保

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还设计了雇佣人数提升1.7倍、人均消费支出提升

2.3倍的目标。为此，日本政府实施了扩充最低工资制度、健全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完善年金制度、提高工

资水平、推进消费结构高级化等措施 [36]。日本的劳动分配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49.7%提升到了20世纪

70年代的60%[37]。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居民的消费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消费水平实现从量变

到质变的转变。在高速增长时期，电视机、洗衣机、冰箱被日本称为“三神器”，标志着日本消费水平的提

质改善。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日本政府认为，

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而言，需要通过出口创汇，提升国内外汇储备，以确保基础原材料以及能源产品的采

购，从而促进国内产业发展。在日本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日益提高，日本的对外贸

易顺差也持续增加。日本的贸易顺差从1965年的1017.8亿日元增加到了1971年的14.8万亿日元。另一

方面，大力推动技术引进，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由于日本当时的技术水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

存在着巨大差距，需要从国外进口技术，实现生产技术的现代化。日本的技术进口金额从1960年的9400

万美元提升到了1970年的43.3亿美元 [38]。

由此可见，当时的日本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水平，积极促进对外出口，以获得足够的

外汇储备，支持国内的重化学工业化，并且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提升日本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水

平。在国际循环的强有力支持下，日本国内产业不断升级转型，构建了一般机械、电子机械、汽车等支柱

产业，并推动企业生产率提升的成果在劳资双方合理分配，提升了居民收入，增强了居民的消费意愿，不

断扩大日本国内的市场规模，从而在外循环与内循环之间形成了良性的正反馈。在1955年至1973年期间，

消费、企业设备投资等对实际GDP的平均贡献率达到60.2%、15.7%，而贸易依存度维持在20%左右，呈现

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状态 [39]。

（三）单纯依赖外循环的发展模式使日本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迷状态

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大力实施对外经济政策，注重推动产业链海外布局，陷入对外循环这一“单

循环”的依赖。而对国内结构性问题的处置不足，导致国内国际循环没有实现有效衔接，使日本经济增长

陷入长期低迷状态。1990年至2020年间，日本的实际GDP增速仅为0.8%，远低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

代的4.6%[34]。 

村上研一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出了日本经济内外循环关系所面临的本质矛盾。村上

研一认为，战后日本通过重点发展重化学工业，提升了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日本

企业为了提升生产率，采取了“减量经营”的生产方式，扩大非正式雇佣人员规模，抑制工资提升。这一

方式仅导致了一部分出口企业受惠，而日本国内内需则因此持续低迷 [40]。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修

改《劳动派遣法》，导致非正式雇佣劳动者规模进一步增加，国内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不利于日本

国内循环的有效开展 [41]。由此可见，日本经济内外循环关系陷入困境的原因在于，日本对海外市场的依

赖程度日益加深，而国内产业升级转换停滞，无法形成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在外循环方面，日本长期实施的对外经济战略，导致日本经济对外循环的依赖度与日俱增。日本

的贸易依存度从1992年的14.9%迅速提升至2021年的30.9%。净出口对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从

1974—1984年间的18.5%进一步提升到1996—2020年间的49.2%[34]，对外经济关系对日本经济的驱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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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愈发明显。一方面，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快速提升，从1990年的5228.7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1.52万亿

美元，增长了2.9倍。另一方面，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日本制造业产业链进一步向海外转移。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对亚洲、欧盟、北美等区域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从1995年的84.4亿美元、32.3亿

美元、63.9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488.6亿美元、151.1亿美元、627.9亿美元。日本企业在亚洲、欧盟、

北美等地设立的企业法人数量从2011年的1.21万家、0.26万家、0.28万家增加到2020年的1.73万家、0.29

万家、0.32万家 [42]。

在内循环方面，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转型调整，但对推动日本产业升级转型的效果并不显著。为缓

和日美贸易摩擦，日本和美国开展“市场导向型多领域谈判”，达成《日美结构问题协议》，日本削弱了对

重点产业的政策支持。例如，在1985年终止了对日本机械和电子产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特定机械信

息产业临时措施法》。自20世纪90年代后，虽然日本政府实施了以“产业活力再生法”“产业竞争力强化

法”为代表的产业再生政策，试图加快企业经营业务调整，促进僵尸企业退出市场，推动资源要素向高生

产率企业流动，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但事与愿违，日本产业升级的步伐逐渐停滞。20世纪60—70年代，在

日本政府的扶持之下，日本的电子产业一度凭借较高的质量以及低廉的价格迅速增强了国际竞争力，成

为日本重要的支柱产业。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竞争对手的实力增强，日本的电子产业迅

速衰落。1995年日本的电子产业顺差为8万亿日元，而到了2013年则转变为3.7万亿日元逆差 [43]。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日本新的主导产业，信息服务业曾被寄予厚望，但其发展始终缓慢。其全要素生产

率在2015至2018年间为-1.2%，市场规模为20.1万亿日元，远小于汽车产业57.5万亿日元的规模 [44]。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虽然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实施积极的对外经济战略，大量制造业企业纷纷赴

海外设厂生产，但由于缺乏产业升级支撑，员工工资长期得不到提升，导致日本国内大循环不畅、国内需

求萎缩，而且产业海外转移后所释放出来的资本、劳动力资源无法被消化吸收，生产资源也无法得到有效

利用。这使得日本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缓慢，经济发展陷入对外循环的依赖，日本经济始终无

法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进入增长轨道。

三、日本“双循环”经济实践对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启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

措。从对日本经济内外循环关系演进的历史过程分析可以看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增长形态，通过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不断实

现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

（一）立足国内大循环，着力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无阻，构建国内大市场。在战

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注重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堵点。20世纪90年

代中期，日本实施包括行政机构、社会保障、经济结构、金融系统、教育体系、财政结构等在内的改革，从供

给的角度出发消除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因素，促进日本经济活力的提升。在经济循环的流通环节，日本

政府积极推动流通业的现代化和系统化，推动中小零售企业提升经营水平与经营效率。20世纪90年代，

日本修改《大型零售店法》，放宽对大型店铺设置的限制性条款，减少对中小零售企业的保护，提高流通

业整体竞争力，提升商品销售效率。在消费领域，日本强化产品标准化建设，提升商品供给质量，强化消

费者权益保护，推动日本居民消费提质升级 [45]。1973年日本制定《消费生活用品安全法》，明确消费产

品的安全标准。2001年日本制定《标准化战略》， 提升对国际标准制定工作的参与度，进一步提升产品质

量。中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需要发掘内需潜力，实现国内经济良性循环。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强化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体系，消除生产资源流动障碍。二要充分运用物

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构建高效物流平台，提升商品流通效率。三要积极推动消费品

标准制定，提升消费品质量，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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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形成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体系

20世纪60年代，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立足持续扩大的国内循环，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发展，使得日本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经济政策为重

化学工业部门中的大企业所利用，使得日本政府积极推动符合大企业利益的对外经贸战略。日本的大企

业虽然借此实现了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经营利润，但这也使得日本国内的

产业空洞化问题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大企业为了削减人力资本支出，推动日本政府修改了《劳动派遣

法》，使得日本企业中的非正式雇佣人数急剧扩大，从而导致日本企业员工收入增长缓慢，无法形成扩张

性消费预期，国内循环受阻。由于经济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无法形成，生产资源的使用效率持

续降低，日本经济增长缓慢。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循环与外循环关系的发展演变，为中国构建新发展

格局提供了有益参考。首先，要认识到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是一个相互统一的整体，要统筹好国内

国际循环之间的关系，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改善生产要素的质量和配置水平。其次，

构建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避免陷入“单循环”误区，既不能形成封闭的国内单循

环，也不能仅仅依靠外循环支撑经济增长，要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提高对全球资源配置的能

力，争取开放发展的战略主动。 

（三）加快科技自主创新步伐，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为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塑造在国际大循环中的优势，需要持续增强科技水平，构建安全、稳定的产

业链供应链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技术引进的空间不断缩小，迫切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可

持续增长。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技术立国”口号，加大基础研究开发力度，设置大型科技创新研究

项目。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强化政府对科技的引领作用，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建立《科学技术基

本计划》，促进形成产、官、学一体的国家创新体系。日本政府用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财政预算金额不断增

长，从1992年的5400亿日元增加到2021年的5.3万亿日元 [46]。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方面，日

本曾实施针对中小企业的《机械供应振兴临时措施法》和《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重点培育从事原

材料、零部件等生产的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引进、提升生产效率的设备投资、企业间的协

作等非研发创新活动，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为加快形成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就需要持续强化科学技术创新，不断向着产业链供应链上游攀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一

是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强化国家对科学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明确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不断提升量子、太

空、生物、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水平。二是制定全面的产业链供应链战略，全面梳理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薄弱

环节，促进官、产、学、研合作，实现进口替代，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性。三是有效引导资金向制造

业等实体部门流动，为产业升级转型提供充足资金支持，防止资金流入虚拟部门，防范资金“脱实向虚”。

（四）优化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增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内

生动力。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日本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初次分配时，注重提升劳动报酬所占比

重。早在1955年，日本就设置了“生产率本部”，实施“生产率运动”，推动劳资双方开展协商合作，在提

升企业生产率的同时增加员工雇佣人数，充分发掘劳动者潜能，推动生产率提升的成果在劳资双方合理

分配。在二次收入分配时，日本通过财政税收制度设计，构建公平合理的二次分配制度，致力于提升中等

收入人群比重。战后日本建立的税收制度，以直接税为主体，对高收入者实行较高的税款征收，从而较好

地发挥了财政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此外，日本还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于1961年开始实

施国民皆保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从而增加了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为此，需要吸收日本在

优化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的经验，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一要坚持按劳分

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二是健全财政税收

制度，完善直接税体系，提高财政税收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是完善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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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制度，夯实多层次社会保障，满足多样化服务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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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irculation ”of Japan's 
Economy：Evolution Process，Experience and Lessons，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Tian Zhe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China)

Abstract： How to effectively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of the economy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ques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In terms of external circulation，Japan actively promotes export trade and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industrialization. After completing industrialization，
Japan focused on implementing the overseas layou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foreign economic 
strategy. In terms of internal circulation，Japan promo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order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a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bubble economy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economy，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issue. Wh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promote each other，the Japanese economy has achieved rapid 
growth.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bubble economy，the Japanese economy fell in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single cycle ”，under whic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could not be effectively connected，
and the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fell into a long-term slump.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economic dual circulation system has significant reference to China.

Key words：Japan；internal circulation；external circulation；industrial upgrading；domestic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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